
初冬，记者来到埋藏青铜器的喀喇沁左
翼蒙古族自治县北洞村探访。著名的“父丁
孤竹罍”就出土于村南的山脚下。

同记者一起探访的葫芦岛市地方文化
研究会会长张恺新介绍，“父丁孤竹罍”肩部
有一对兽形耳，各衔一环，下腹近底处高浮
雕一牛首形鼻。考古学家郭大顺推断，此罍
铸造时间距今约为 3300 年，属于商代晚期
的器物。通过考证“父丁孤竹罍”铭文和族
徽，专家得出结论：此件青铜器是孤竹国的
国君“亚微”为“父丁”所制。

已故著名古文字学家、青铜器专家、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曾根据铭文确定：

“喀左属孤竹国无疑。”著名历史学家李学
勤更直接将其中两个铭文字释为“孤竹”。

郭大顺也认为，“父丁孤竹罍”是孤竹国
的青铜器。从喀左地区发现的这批青铜器
来看，喀左县确实与孤竹国有关。唐朝杜佑
的《通典》中记载：“营州柳城县，古孤竹国
也。”以后的《锦州府志》《大清一统志》等书，
均从此说。清朝学者吕调阳的《〈汉书·地理
志〉详释》中记载：“喀左东北二十五里，有元
利州城，盖所谓孤竹国也。”

孤竹国是商王室所封的同姓诸侯国。
史料载，伯夷、叔齐是孤竹君之子，其对周
政权并不认可，故而有后来的“二十三年，
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
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史记·齐世家》）的
历史事件发生。可以看出，当时的孤竹国
与北方山戎一直到战国时期，仍然给燕国
带来较大的威胁。喀左青铜器窖藏，可能
正是辽西地区这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的一个
缩影。

孤竹国在喀左
本报记者 吴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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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以郭大顺为代
表的考古专家从多方面入手，对喀喇沁左
翼蒙古族自治县窖藏青铜器进行研究。郭
大顺告诉记者：“我们主要是对比带有族徽
和铭文的青铜器。”

1973年，喀左县平房子镇北洞窖藏坑
出土一件大方鼎，腹底铸有 己

其（jì）族 族
徽。在此前后，北京顺义牛栏山也有同样
族徽的青铜器出土。己

其族是商代贵族，其
家族青铜器从商代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

1974年，在喀左县平房子镇山湾子村
发现一件“伯矩甗（yǎn）”，铸有铭文“伯矩
作宝尊彝”。“矩”是人名，“伯”表示排行。
史料载，伯矩的父亲叫“戊”，是商代人。伯
矩制作的青铜器在北京琉璃河墓地也有发
现。伯矩家族掌管着迎接周王使者的事
务，很可能是当时的外交家。

有意思的是，在喀左县波汰沟出土了
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圉簋（guǐ），这是一

件典型的方座簋，最为奇特之处在于它的
耳部加铸了虎噬猪的形象。虎与猪的首部
都是圆雕，虎身则为平雕，虎噬动物为北方
草原文化固有题材。从中可以看出，这是
一件融合中原商周文化、当地文化与北方
草原文化因素的典型范本。圉簋的内底铸
有14字铭文：“王卉于成周，王锡圉贝用作
宝尊彝”。郭大顺解释，这是圉族的首领为
了纪念他参加周王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举
行的祭祀活动而制作。作器者圉应是当时
燕国的一位高官。

为什么辽西会出土这么多带有商代族
徽的青铜器？郭大顺说，他们都是殷商遗
民。一部分贵族被分封到燕地，他们带来
了青铜器，还有一部分当地人制造了带有
本地特色的青铜器。

那么，是什么人埋藏了这些商周时期
的青铜器？郭大顺等考古工作者在不断地
寻找答案。

带铭文和族徽青铜器为研究提供方向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大学

学术支持

2021年11月21日

星期日

04
策划 戴春光 责任编辑 周仲全

视觉设计 隋文锋

检校 孙 广 赵 琢

本
报
记
者

吴

限

那么，当地人为什么要把这么贵重的
礼器埋藏起来呢？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坚分析，石头
和石板在窖藏中频繁使用，这是草原地带的
墓葬和窖藏的显著特征。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根据窖藏青铜器
大多为重器且都面对大山，将喀左窖藏青
铜器与此前红山文化的坛、庙、冢等祭祀结
构联系起来研究，结合文献中商代人的

“郊”“褅”等祭祀方式，认为窖藏这些青铜
器应该和祭祀山川的自然崇拜有关。他提
出，远在距今 5000 年至 3000 年间，生活在
大凌河上游广大区域的先民，沿袭先人用
重器祭祀的传统，利用青铜器举行重大的
仪式。郭大顺进一步阐释苏秉琦的观点：

“喀左北洞2号窖藏坑壁以石垒砌，青铜器
埋藏有序。坑内多见烧灰土，方鼎和其他
青铜器上也有火烧的烟迹，应该是举行过
某种祭祀活动形成。而喀左窖藏洞面对的
孤山，与其他大山互不相连，颜色呈暗红
色，雄伟独特，是他们祭祀山川的对象。”

“换个角度来说，如此众多的商周时期
青铜器在辽西出现，并不意外。”郭大顺说，
我国古代的青铜器以商周时期的中原地区
最为发达。辽宁地处华北、东北、北方三大
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是人类开
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这一地理优势，使之与
中原文明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交流与联
系。战国时期燕文化大规模进入东北之
前，东北地区曾存在七类文化遗存，但在燕
将秦开破胡后，这一地区的政治生态、民族
布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后来中央
政权在东北建立郡县制并实施有效管辖提
供了保证。喀左出土窖藏青铜器，进一步
证明了东北文明与华夏文明一脉同根。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乔梁在
《燕文化进入前的辽西》一文中指出，燕将
东北的南部正式纳入中原王朝体系的版
图，为即将形成的秦汉帝国对东北的有效
管辖奠定了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
展态势也由此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辽西逐渐融入中原文化

1971年，郭大顺等考古工作者在朝阳县
魏营子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墓葬。墓葬采
用有中原特点的木椁，随葬的青铜器中，带
有辽西特色的车马器较多，证明西周早期，
辽西已经存在铸造青铜器的人群，同时出土
许多具有浓厚地方特点的粗砂红陶和红褐
绳纹陶片，具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特点。

1978年，在喀左县和尚沟一座木椁墓
葬中出土两件青铜器，在铜壶壶底有“丙”字
铭文，时代断定为商周之际。墓内同时出土
两件陶器，都为饰绳纹的红褐陶钵，跟魏营
子墓葬陶片特征一致。

随后，考古工作者在喀左县高家洞连续
发现了两个墓葬，出土一件铜瓿（bù），体形
较小，这件在当地墓葬中出土的铜瓿形制与
喀左北洞窖藏坑出土的瓿完全一样。后经
清理，墓内还出土了两件具有魏营子墓葬类
型特征的绳纹陶钵，时代上限在商代晚期。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在喀
左、义县、锦州陆续发现这类遗存100多个，
出土了大量具有魏营子类型的陶器。于是，
考古学家将这种类型遗存命名为魏营子文
化类型。

魏营子文化的基本特征在陶器上体现
为以夹砂灰褐陶、红褐陶为主，与夏家店下
层文化有传承关系；在铜器上，则以具有地
方特色的玲形饰、戈、战斧、
环首刀、短茎式曲刃剑、齿
柄刀等兵器和铜镜、器盖、
带嘴钵形器等生活用品为
代表，吸收中原青铜文化。

一直以来，考古专家

对分布在西辽河流域、距今4000年至3500
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去哪儿了存在争
议。而魏营子文化是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
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类
型，年代为商代晚期，分布范围又与夏家店
下层文化相当，大小凌河流域是魏营子文化
的中心分布区。如此，魏营子文化正是夏家
店下层文化的延续。

那么魏营子文化类型与窖藏商周青铜
器是不是同一种文化呢？

考古工作者在喀左青铜器窖藏坑中找
到了线索。郭大顺介绍，喀左北洞2号窖藏
坑出土一件小铜钵。小铜钵位置排在铜器
群的尾部，放在一件方座簋内。这件并不起
眼的铜钵，体形小而简单，通体光素无纹饰，
造型、做工与同坑其他器物完全不同，可以
肯定，这是一件地地道道的当地产品。

1979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喀左县波汰沟
和花尔楼窖藏坑中，发现了有典型游牧民族
文化特征的带玲青铜刀、铜勺和一件带铃青
铜俎，流行时代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

在埋藏中原青铜器的窖藏坑内发现当
地制作的青铜器，这让考古工作者异常兴
奋。通过将窖藏青铜器和魏营子文化青铜
器比较后，考古学家发现，喀左窖藏青铜器
与魏营子文化存在共存关系，两者无论是在
时代和分布地域上，都相吻合，是一个群体。

专家指出，魏营子文化的发现不仅填补
了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上层两种文化之间
的年代空白，而且为辨识东北地区与魏营子
文化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文化遗存提
供了比照标准。

魏营子文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延续

伯矩甗
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称为

甑（zèng），中间是穿孔的箅，以
利于蒸汽通过；下部是鬲，用以
煮水。高足间可烧火加热。

内腹有6字铭文：“白（伯）
矩乍（作）宝尊彝”。它是周初时
期，燕势力到达长城以北的又一
实证。

鱼尊
铭文为“鱼”，是家族族徽。

圉簋
耳部加铸了虎噬猪的形象，

是中原与游牧文化融合的典范。
铭文：“王卉于成周，王锡圉贝用
作宝尊彝”。

父辛鼎
带有 3 字铭文：上面一字为

族徽，下面两字为“父辛”。


